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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
———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秦和平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 ( 全国) 民族
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
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 1 /4、人口
的 3% ( 1964 年统计数) ，因而不能认为“56 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
族分布以北纬 24°为南北界线、东经 99°与东经 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
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
傈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
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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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识别是指 “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

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1］。换言之， “民族识

别”是依据自称、历史、居住地域、风 俗 习

惯、语言文字、自我意识等，对 “民族成分”
或“民族名称”进行辨析，确定其是否是少数

民族或是归属哪个少数民族。
根据黄光学主编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的阐述: “自 1950 年起，就把民族识别提上民

族工作的日程，由中央和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

机关组织包括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在内的

科学研究队伍，对各地提出的各个族体，进行

大量的调查研究，经过认真的民族识别，弄清

他们的民族成份，明确他们的族称，把中国各

民族比较准确地确定下来。”①中国各民族是经

过识别而确认的。在黄光学主编的另一著作

《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更

将“民族识别”提升到中国 “56 个民族的来

历”的高度上，予以积极评价。笔者认为，中

国五十六个民族是“识别”而确定的这种说法

与我国各民族逐步形成、融合及发展的过程相

背离，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我国的民族由

“识别”而来，且不言其他，就否定了 《共同

纲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1954 年) 。
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才有纲领或宪法的这些规

定，并非规定在前， “识别”在后，本末不能

倒置。而且，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除独龙

族 ( 俅人② ) 、高山族外，其他五十四个民族均

能从史籍中找出对应的族称，是历史早已确认

的民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某地曾开展族

别调查，辨析及确认了个别民族。如云南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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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曾在 1954 年、1958 年及 1960 年开展该项工

作，但这只是该省的例行民族工作，属民族调

查工作，且涉及到的民族不多。此外，广西、
贵州、福建等个别省区虽开展了族别调查，明

确某族体的名称，但涉及面有限，因此不能以

点括面、以偏概全。在族别调查工作中，只对

个别族体，确 认 族 称; 对 若 干 族 体，辨 析 族

称，分类归并，得到确认。而且，仅有族别调

查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的确认，国家确认

比族别调查更重要。
下面我们以民族识别何时列入民族工作的

日程，③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由、族体分类的

原则、特点及目的，并藉傈僳、怒两族调查，

加以阐述，说明当年的族别调查是局部的，只

是辨析及明确族称、归并族体而已④。

一、民族识别从未列入 ( 全国) 民族工作

的日程

( 一) 中央访问团没有开展民族识别
1950 年，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大陆各地先

后获得解放。为具体了解各民族的情况，宣传

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 《共同纲

领》中的民族政策等，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了中

央 ( 民族) 访问团。该团最初只有西南团，由

刘格平任团长，下分西康、贵州及云南三个分

团。接着，中央政府又分别组建西北、中南访

问团，沈钧儒、李德全担任团长，分赴各民族

地区代表中央政府开展访问、宣传、协商等工

作⑤。
建国之初，受历史、环境、习俗或遗传因

素等的影响，部分民族中确有若干支系，需要

对这些支系民族的归属进行确认，毕竟它关系

到维护民族权利、建立民族自治区或各族各界

联合政府等。1950 年下半年，刘格平及中央访

问团在协助西南局、西康区委筹建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 ( 今四川省甘孜州) 时曾多次遇到上述

情况。据刘 格 平 说: 在 西 康 藏 族 中，支 系 较

多，其中一个县就有 24 个支系。尽管存在差

异，甚至是鲜明区别，并不影响其族别的归

属，他们都认可“藏族”或“博巴”族称。毕

竟有血缘联系，受共同习俗及文化因子等影

响，有强烈的认同感及凝聚力; 再者，与其他

民族相比较，藏族各支系的差异并非 “质”的

表现，并不妨碍统一，他们乐意接受 “藏族”
族称。于是，在西康区委的领导及中央访问团

的协助下，西康藏族自治区于 1950 年 11 月顺

利建立。同样，这些现象也出现在当时贵州及

其他民族地区。据费孝通介绍，解放初贵州兄

弟民族有 30 多种称谓，但这些称谓并不代表

他们都是少数民族，还需要加以辨析⑥。
建国初年，各民族地区同一民族内众多支

系的存在并没有给中共开展的民族工作造成障

碍，绝大多数民族的族称依据传统，名从主

人，明确统一，普遍认可; 各族自治区或各族

各界联合政府广泛建立，民主建政顺利完成，

并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到 1954 年，我国已

建立自治州 12 个、自治县 15 个，更多的自治

区、州及县正在积极筹建中。
相关资料反映，在各访问团的任务中，有

开展调查的内容［2］，无民族识别的要求，只要

查阅各访问团的工作汇报［3 － 5］，就会得到这样

的结论。还有，中央 ( 西南) 访问团二分团在

云南各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早已出版，其中也

没有民族识别的内容［6］。
( 二) 建国初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识别
在建国初年全国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识

别的任务，当然就不会将其列作 “首要解决任

务之一”［7］。为便于认识，我们以 1954 年为分

界点把当时民族工作分两个阶段阐述:

1． 1950 － 1953 年无民族识别工作

1951 年 2 月 5 日，政务院 ( 国务院) 召开

政务会议，听取中央统战部、各中央访问团等

的汇报，研究相关工作，决定开展以下民族工

作: 认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

府的政策和制度; 创办民族院校，培养民族干

部; 开展教育、卫生及贸易各项工作，解决群

众疾苦，提高教育水平; 设立民族文字指导委

员会，指导或组织研究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

作，等等⑦。同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

论及研究各项主要工作，规定 “认真在各少数

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

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8］。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决定，1950 －

1953 年我国的民族工作是建立民族自治区或各

族各界联合政权，保障民族的权益⑧ ; 创办民

族院校，培养民族干部; 考虑为缺乏文字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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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创制文字; 借助抗美援朝等运动，宣传

爱国主义，灌输与增强祖国的意识; 以及那些

经济结构与汉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民族地区开

展土地改革等等。
其间，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消除历

史遗留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

名等，要求 “关于各少数民族的称谓，由各

省、市人民政府指定有关机关加以调查，如发

现有歧视蔑视少数民族的称谓，应与少数民族

代表人物协商，改用适当的称谓，呈报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审定，公布通行”［9］。调查某些

民族的族称、协商解决、国家确认等，旨在消

除历史遗留的歧视或蔑视，构建起平等、团结

及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如

《中国的 民 族 识 别》中 所 说 “归 化 族”改 称

“俄罗斯族”、 “索伦族”改称 “达斡尔族”、
“塔兰奇”恢复 “维吾尔”等等，就是那时开

展的消除歧视或蔑视等工作的结果，并非 “民

族识别”⑨。
随着宣传的深入及工作的开展，生活在内

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要求公开其民族成分，

享受平等权利。1952 年 2 月，政务院第一百二

十五次政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保障一切散居的

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0］，

要求各地政府切实执行，保障散居内地的少数

民族享受的权利。根据这项决定，中央民委编

制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统计等资料，列举各民

族的不同族称，下发各地，参照执行。各地政

府依据历史传统，按照散居民族群众的意愿，

比对相关资料，确认其民族成分，依法保障平

等权利。如中央山东分局统战部曾为内地满人

是否应列入少数民族一事请示中央统战部。统

战部明确指出: “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

保障他们应享有的民族平等的权利，是完全必

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

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⑩毋庸解释， “承认”
就是确认。因为各少数民族是长期历史形成

的，散居内地各民族群众需要的是被确认，依

据自我认定，受到法律保障，享有平等的权

利瑏瑡，并不是要求被“识别”瑏瑢。
另一方面，归并族体、统一族称也是部分

少数民族的自我要求。如布衣族，过去曾有众

多的称谓，甚至被称为“彝族”。1951 年 7 月，

贵定等地个别上层及群众提出 “‘仲家’、‘水

户’、‘夷家’等是对民族有侮辱性的称呼，要

求更改，提议改称 ‘佈宇’或 ‘博宇’，认为

此系本族语自称的译音，较为适当”。有关部

门考虑该意见，接着在新闻报导、文件及宣传

中，采用了“佈依”或“补伊”称谓，但未经

本族的认可，各地的称谓仍混乱，需要统一。
1953 年 8 月 24 日，贵州 5 个专区、27 个市县

的布衣族推选代表，召开座谈会，商议族称。
大家认为“凡本民族语言自称‘佈依’的，都

是同一个民族。其本民族语言的自我称谓，即

是本民族固有的民族名称。解放前所谓 ‘仲

家’、‘水户’、‘夷族’、‘土边’、‘绕家’等，

皆是旧社会加予的不正当的、含有侮辱性的、
自己民族不乐意的称呼。这些称谓对民族不

利，今后不再运用，应用本民族语言自称音来

翻译汉字”。经过数天讨论，代表们集思广益，

提出了 27 个汉语称谓，反复磋商。“最后大家

认为‘佈依’二字的读音，与本民族语言自称

音比较接近，采取这两个字比较适当，愿用

‘佈依’二字来代表自己的民族名称，于是一

致通过了上述意见和决议”瑏瑣。再如四川西昌等

地“西番”群众，对“西番”称谓不满意，于

是“开会讨论研究，并经大家通过，决定他们

愿是藏族”瑏瑤，接受藏族称谓。诸如此类，各地

甚多，不胜枚举。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族体

愿意统一或归入某个民族，是民族自我认同的

体现，它并非源于民族识别。
1953 年 7 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第一

次统战工作会议，该会对建国以来各项民族工

作做了全面总结，制定了其后的工作任务。该

“会议记要”上报党中央，提交政治局会议审

议讨论，毛泽东主席逐字逐句审阅，适当修改

后将文件名称由“会议纪要”改为 “关于过去

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

结”，发至各省区党委学习讨论，并搜集相关

意见。之后，该 “经验 总 结”再 作 修 改，于

1954 年 10 月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国瑏瑥。
该“经验总结”详细阐述了建国以来中共

在民族地区开展各项工作的经验，制定了过渡

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遗憾地讲，笔者多

次阅读全文后，在文件中没有找到开展民族识

别的文句。就是说建国初民族工作中没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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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的任务。至于《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该

节撰写者引用毛主席在审阅 “经验总结”说的

“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

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句话来论

证毛主席指示开展民族识别［11］( P． 276)。笔者认

为，作者恐怕把这段话的本意都弄错了。
还有，在 李 维 汉、乌 兰 夫、刘 格 平、汪

锋、刘春等中央统战部或中央 ( 国家) 民委领

导人的文集中，我们找不到关于开展民族识别

的指示或文章。我们在查阅统战部或中央民委

的主要文件后，也没有发现开展民族识别的记

载，更不用说有专项文件。
2． 1954 － 1959 年个别省区曾开展民族识

别，属于局部、短期的社会调查

在这期间，除云南等少数省区在社会调查

中增加族别调查外，民族识别也没有列入全国

的民族工作中。
在此期间，我国的主要民族工作，除延续

前面所述建设并健全区域自治、发展生产、搞

好经济，发展文教卫生等外，还包括以下几项

主要工作: 一、部分地区开展民主改革 ( 和平

协商土地改革与“直接过渡”) ; 二、在各民族

地区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弄清各族历史、社

会状况及经济形态等; 三、为部分少数民族创

建或完善文字。
不过，在这期间，云南、湖南、广西、黑

龙江等省区在社会调查中的确开展了族别调

查，确认了 14 个少数民族，人口约 102 万瑏瑦。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族别调查而确认的这些少

数民族仅占全国少数民族的 1 /4 强、人口约占

3%，无论从涉及的地域、确认的民族数及人

口来讲，它们只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小部分。
当时，在这些省份的工作，族别调查属于普通

的民族事务，并无特殊的地位，更不是 “首要

解决任务”。
1959 年，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组织中直

各机关、各省区、自治州及自治县的领导撰写

文章，总结建国十年来该地民族工作的成就，

编纂并出版 《十年民族工作成就》 ( 上、下

册) ［12］，颂扬新中国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绩、
阐述需要健全或发展之处。然而，在该书刊载

的百余篇文章中，没有一篇专门阐述民族识

别、总结成绩、推广经验的文章。只有苏克勤

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十年》
文章内略有表述。他说:

民族识别工作是在解放初期为了贯彻党的
民族政策，特别是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
治政策所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
作。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国少数民
族采取否认态度，因而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
长期湮没无闻的。解放后，由于党的民族平等
政策的贯彻执行，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
了民族团结，许多过去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
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和名称，不再隐
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
胜利。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些少数
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的名称，因此这些
新提出的名称中间，并不是每一个名称都是一
个单一的民族，因而需要进行民族识别工作，
弄清他们的民族成分，以便于帮助他们充分享
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发挥各民
族人民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的积极性。

民族识别工作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的。在工
作中，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充分
地照顾到各民族的特点和各族人民的愿意。几
年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经过民
族识别工作，我国现已正式的有五十多个少数
民族，比原来人们知道的增加了好多倍。当
然，那些新确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早就存
在，只是由于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的否认，过
去很少为人们知道而已。瑏瑧

该文作者是将“民族识别”作为开展民族

调查的组成部分，说明部分地方的民族识别是

在广泛调查基础上，依据史料，将当地民众自

我认可的多种自称或他称，归入统一族称中，

合并同类的各族体为某民族。当时，人民政府

之所以要开展族别调查，确认某些民族，其目

的在于依据宪法规定、维护民族利益，各民族

享受平等的权利，实行区域自治等等。为此，

苏克勤特别强调，那些确认的少数民族早就存

在，识别只是确认称谓、明确族体的归类，并

非重新认定，甚至“创造”某个民族。
根据苏克勤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应该说

他对“民族识别”的概括是切合实际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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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非彼 “识别”，我们认为 “中国的民

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的观点欠妥。此

观点将少数省区对部分民族的确认扩大到全国

范围，将识别少数的民族概括为中国全部 56
个民族，容易误读，产生歧义，认为中国各民

族是被 “识别”的，带有政府行为的主观色

彩，甚至有政治“制造”的因素。

二、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起

在部分省区开展的族别调查中，云南省虽

不是最早，却是最多、最广泛，最具典型的。
1953 年以后，我国新确认的 17 个少数民族中，

有 7 个在云南省瑏瑨，占 40% 强。我 们 在 认 识

“民族识别”时，很难回避云南省，故本文以

此地作为典型，认识“民族识别”工作。
( 一) “民族识别”与推选人民代表无直接

联系
云南开展“民族识别”与召开人大、确定

代表名额缺乏联系，而与民族区域自治建设构

成因果关系。
按美国学者墨磊宁 ( Thomas S． Mullaney)

的观点，民族识别工作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

有关，“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

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

的要将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

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

必须事先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

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

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

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启动了民族识别，求助于

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从最复杂的云南入手，

帮助政府解决这难题［12］。
可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笔者认为，

墨磊宁在阐述这问题时，跌入因民族识别、政

府“创造”或 “认定”某些民族的 “陷阱”，

其有关的论证由此展开，难有说服力。还有，

他只注意云南族别调查的时间与全国人大召开

时间接近，便联想到民族的 “识别”缘于人大

代表的推选。
1953 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

根据各地居民的自报族属统计，全国有 400 多

个“民族”，其中以云南最多，达 260 余种瑏瑩。

在云南省的这些“民族”中，除归入了已确认

的 38 个 少 数 民 族 外，余 下 的 220 余 种 “民

族”，其人数极少，除个别者有数万人外，余

下的 90% 以上 “民族”，人数多者一两千，少

者只有数人，最少者 1 人［14］。显然，他们难以

列为“少数民族”，毋需“识别”。其实，在人

口普查时，居民自报民族成分的现象，在其他

省区也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在普查时，当地政

府已辨析族体，确认族类，归并其中，没有遗

留“问题”。
是年，各地政府筹备召开人代会，推选人

民代表。1953 年 5 月、8 月，中共中央针对西

南局、西北局关于少数民族的选举问题分别指

示，要求“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七、二十八、三

十条之规定，将辖区内各少数民族种类、人口

情况进行排队，具体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少

数民族代表名额。如聚居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

名额超过选举法第二章各节之规定时，应提经

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9］( P． 1527)。也就

是说，少数民族的代表也要根据人口数量来确

定，超过名额者，必须报请上级政府批准，不

是想选就选的。即使是 “少数民族” ( 未经国

家确认者) ，该 “族”人数较少，远远不够推

举代表 的 话，也 不 行。再 者，云 南 民 族 识 别

( 时称“族别调查”) 工作于 1954 年 7 月开始，

10 月基本结束。第一届一次全国人代会已于 9
月召开，各族的人民代表在数月前已推选出

来瑐瑠，因此云南省开展的 “族别调查”工作显

然与人大代表的推选无关。笔者认为将两者联

系起来认识缺乏依据。
然而，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与何者关系

最大? 我们认为与民族区域自治有关。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按

照《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实施纲要》等的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区以 “实行区域自

治的民族”命名等。因而，确认族属、弄清某

族人口数量及比例，对于建立及建设民族自治

区、机关“民族化”瑐瑡，保障 “自治”民族的

当家作主权利非常重要。
1954 年 7 月，云南已建立西双版纳、德宏

及红河三个自治州，峨山、澜沧、江城与孟连

四个自治县，还筹建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瑐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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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此少量的自治区与该省众多少数民族

广泛分布的状况不相符合，需要建立更多的民

族自治地方。要建立民族自治区，需要进一步

确认现有的各少数民族，弄清 “家底”，有必

要对报送的 260 余种 “民族”开展调查，认识

族体，辨 析 族 别，分 门 别 类，明 确 族 属。其

间，政务院要求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

的指示，也促成了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工作。
( 二) 研究民族语文推动了族别调查
如前文所述，1951 年 2 月，政务院会议决

定给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

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遵照该指示，中央文

化教育委员会 ( 简称中央文教委) 设立了民族

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 简称民语委) ，指

导和组织相关工作。
根据中央文教委的要求，1952 年 2 月受云

南省副省长张冲的邀请，语言学家傅懋绩等人

再次深入滇西及滇南民族地区，调查傣、傈

僳、哈尼、拉祜、佤、景颇及阿昌等族的语言

文字，归纳了音位系统，初步研究了语法规

则，掌握了彝语的分布情况，搜集及研究了其

他民族的语言及方言情况，从语言识别的角度

为其后的族别调查提供了论证材料，得到云南

省政府的肯定。
1954 年 初，罗 常 培、傅 懋 绩 合 作 撰 文瑐瑣

《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对我国少数民

族的语言文字做了全面的梳理，认为 “现有的

民族语言可分 4 个语系、9 个语族、19 个语

支”，阐述了各语系、语族的基本特征，以及

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该论文虽然概括介绍我

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概况，其实质在阐明语文

是划分民族的重要依据。其间，傅懋绩还根据

实地调查所得，提出 “云南 140 种左右的民族

名称中，有许多异名同实的现象。如专就有独

立语言这一条件来看，这些民族名称可归并为

25 个左右”瑐瑤。这样构想既是对前文阐述论点

的印证，也为尔后云南开展 “族别调查”提供

了语言分类的“识别”佐证，大致确定了云南

少数民族的类别及数量。
同年，中央文教委民语委和中央民委联衔

报告政务院，反映解放以来， “由于少数民族

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

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

求解决文字问题”。通过调查，认识并总结出

那些缺乏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存在七种不同的

情况，建议以自愿自择为原则，经过调查研究

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

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提出了

若干工作构想［9］( P． 1724 － 1726)。5 月，政务院批复

了这份报告，责成中国科学院及中央民委审慎

研究，拟出计划，制定方案，选择试点开展工

作，并总结经验，逐渐推广［9］( P． 1723) ，［15］。
政务院的指示启动了调查及创制部分民族

文字的工作，试点工作选择在云南。当然，调

查语文需要弄清民族成分，掌握语系、语族、
语支及方言，清晰归属，确认类别，因而这项

工作不可避免地掺入族别调查，形成了有中国

特色的族别调查方法。通过各族语文情况的调

查，认识到云南省存在两大语系 ( 汉藏语系、
南亚语系) ，四大语 族 ( 僮 傣、藏 缅、苗 瑶、
孟高 棉) 、九 个 语 支 ( 僮 傣、彝、景 颇、藏、
缅、苗、瑶、瓦崩、布朗) ，七十种以上的方

言，基本弄清各民族及支系的分布及数量。在

此基础上，确定了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

各族语言系属各族分布情况大体形成以北
纬二十四度以北为彝族系的主要聚居区，北纬
二十四度以南为傣僮及佧佤系的主要聚居区
( 包括北纬二十五度以南的东经九十九度以西
和东经一 O四度以东的部分地区) 。［16］

这样，北纬 24°就成为云南各民族构成的

“南北分界线”，以北区域是以彝语支为主的藏

缅语族的少数民族，以南区域是壮傣语族，主

要是壮族、布依、哈尼、瓦崩和傣族等壮傣语

支的少数民族。依据这项原则，经过族别调查

的若干族体，其语文、习俗等相同或大致相同

者，根据居住地的位置，归并彝族、壮族或哈

尼族等 中。反 之，则 开 展 族 别 调 查，辨 别 确

认瑐瑥。再者，东经 99° 与东经 104° 为 彝 语 支、
壮傣语支各民族的 “东西分界线”，线内各族

及支系按其 “南”与 “北”的分布，经过调

查，分别并入彝、壮或哈尼等族系中。线外的

各族体依其历史记载、风俗习惯、信仰及语言

文字，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族群意识为主，

分辨“识别”，确定族属瑐瑦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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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少数民族语系界线图

说明: 1． 本图中横线是北纬 24°线; 左竖线是东经 99°线，右竖线是东经 104°线。
2． 北纬 24°以北区域 ( A区) 是彝语系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南区域是傣侗及佤语系少数民族聚居区。
3． 普米族 ( A区) 、布朗族 ( B区) 因语系不同而单列为民族。
4． 阿昌族、怒族、独龙族和德昂 ( 崩龙) 族不在 A、B区内而确认单一民族。
5． 基诺族的确认没受此分布图限，原因见本文。

三、云南族别调查的概况

( 一) 云南族别调查概况
对当年的族别调查工作， 《云南民族工作

四十年》作了如下记载:

( 1954 年) 5 月 15 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
组成立，研究组集中了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
省民委及语文组、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中央民
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
华医院等七个单位共 46 人。6 月 2 日，分成七
个组进行工作，至 7 月初完成第一阶级工作，

共识别研究了 29 个民族单位，提出了识别意
见。8 月初，进行第二阶段工作，10 月结束，
进行了以彝族支系为中心的识别工作，共 39
个单位。至此，全省初步确定了彝、白、哈
尼、傣、壮、苗、傈僳、回、拉祜、佤、纳
西、景颇、瑶、藏、布朗、阿昌、怒、普米、
崩龙 ( 现改称德昂族) 、独龙、蒙古 21 全少数
民族，并经中共云南省委、人民政府同意，由
国家民委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族别。［17］

不过，我们查阅的资料显示，当时该项工



2013 /05 总第 19 期 JOUＲNAL OF ETHNOLOGY

第

四

卷

41

作不叫 “民族识别”，而称 “族别调查”; 设

立的领导机构称 “云南省民族族别研究组”，

而非“识别研究组”瑐瑧。“识别”与 “族别”固

然有联系，但亦存在鲜明的区别: “识别”重

在“识”，由 “识”而分辨是否有 “别”，先

“识”后“别”。“族别”调查则认识各族体的

“别”，有了“别”，再由政府部门确认其民族

成分。
1954 年，云南省族别调查的分工情况如

下: 文山专区，由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等

主持，负责对僮 ( 壮) 族、布依族系统的识

别，涉及族群有 “沙”、“侬”、“土佬”等族

群; 滇中部大理地区，由朱嘉品、刘尧汉等负

责，对“土家”、“蒙化”等彝语支族群开展调

查; 路南、昆明及弥勒等地由杨堃、纳训等调

查“撒尼”、“撒民”等彝语支族群; 滇南石屏

“普拉”等族群，由詹开龙、王辅仁调查; 墨

江哈尼、卡都、豪尼、碧约等族群由常鸿恩、
王晓义调查; 西双版纳的 “白朗” ( 布朗) 族

由傅懋绩、张凤歧等调查; 滇西北的 “勒墨”、
“怒”、“俅”及 “西番”等由方国瑜、周汝诚

等调查; 滇西的 “阿昌”、“本人”由杨毓才、
陈凤贤等调查［18］。

经过族别调查，云南有关部门以北纬 24°
为分界线，分南北不同区域，将绝大多数族群

归并彝族系统、僮族系统或哈尼族系统中; 确

认“白朗” ( 布 朗) 、阿 昌 是 单 一 的 民 族;

“怒”、“俅” ( 独龙) 及 “西番” ( 普米) 是

否是单一民族还需研究; 明确 “勒墨”是民家

( 白族) 的支系、 “本人”属于佤族瑐瑨，等等。
通过调查，连同先前公认的民族，云南省确定

了 20 个少数民族，其余 “崩龙” ( 德昂) 、
“攸乐” ( 基诺) 、“插满”等 80 余个族群、约

3 万余人尚未调查或暂不能确定其族系。
1958 年及 1960 年，云南省民委再组织部

分学者、干部对 1954 年族别工作中遗留的族

群再作调查或追踪认识，分析特点，确认类

别。经过这两次调查，专家们除肯定崩龙 ( 德

昂) 、“西番” ( 普米) 为单一民族外，还建议

将“插满”、“普标”列为单一民族［14］。
( 二) 对族别调查的“典型”认识
为深入、全 面 地 认 识 当 时 的 族 别 调 查 工

作，我们拟借傈僳族、怒族加以分析，其中傈

僳族是公认的民族，也开展了族别调查; 怒族

是经族别调查后确认的民族。通过对他们的分

析，能更清楚地认识当时的族别调查情况。
早在唐代，“傈僳”就载之史籍，之后历

朝历代，傈僳记载不绝于书。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长期以来多数傈僳民众持续迁徙。到 20
世纪 50 年代，傈僳族以云南怒江为聚居区呈

现扇形分布，东北延伸至武定、四川盐边及德

昌等地，西南迁延至德宏、临沧各地，远到缅

甸及泰国。尽管各地傈僳民众存有差别，甚至

有鲜明的差别，有 “黑傈僳”、 “白傈僳”、
“花傈僳”、“山傈僳”等不同别称，也有傈僳、
卢、力苏、力些、粟敕、力梭等多种自称，各

地傈僳民众的语音、语法及语序也不一致，服

装佩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等不尽相同。不

过，这些差别只是各傈僳民众在迁徙过程中或

因生活、或因环境变化、或因群体交流等需求

而产生的，是傈僳各支系的外在表现，是非本

质的区别。相反，各地傈僳民众有更多的共同

之处，尤其是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是该族群

众的本质表现，因而傈僳族是统一的民族，按

照名从主人的原则，借鉴历史的称谓，故确认

并沿用“傈僳”为宜。
尽管傈僳族的确认不成问题，云南省委也

在傈僳民众聚居的怒江地区建立傈僳自治区

( 州) 。但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生新的情况。如

昌宁县米和乡新寨的 “永白”人自称 “傈僳

扒”，他们与周围民众的服饰、语言及习俗等

存在差异。1958 年，在族别调查中，专家们比

较“永白”人与怒江泸水傈僳人的词汇，相同

处达 64. 2%，基本能通话; 再从风俗、节日等

方面认识，也与怒江傈僳族大致相近; 考察其

传说，据说他们是兰坪迁徙而来的。至于 “永

白”人与傈僳族间存在的差异，只是迁徙过程

中因多种因素而产生的，并不影响其族体的归

属，故“永白”人应并入傈僳族中。
傈僳的族属是明确的，毋庸识别，而怒族

则是经族别调查而确认的，当中还有若干特殊

的故事。
检之史籍，怒 人 的 记 载 始 于 明 代 钱 古 训

《百夷传》: “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

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

居平地或水边，言语皆不通”［19］。到了清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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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关记载则更多瑐瑩。
明代以来，受到傈僳人迁徙的影响，部分

怒人从维西迁到怒江地区; 接着，大量傈僳人

进入怒江，该地生活怒人被挤压到怒江峡谷南

北两地: 北部聚居贡山丙中洛、迪马洛等地，

自称“怒”; 南部聚居原碧江 ( 今福贡县) 匹

河、老母登、知子罗等地，自称 “怒苏”; 或

散居福贡鹿马登等地，自称 “阿怒”。虽然，

三地怒人的自称都带有 “怒”，但语言不通、
习俗有异，服饰及宗教信仰也有所不同。如贡

山丙中洛等地的怒人与毗邻独龙人的语言相

同，习俗相同，彼此通婚，视为一体瑑瑠，认同

感强。福贡及碧江的怒人与独龙人则完全不能

通话，仅语法基本相同。
1954 年，族别调查组来到怒江，在调查分

析后，他们认为: “‘怒’、‘俅’两族，特别

是在贡山住居区连接成为一个共同地域，经济

生活大体一致，虽然发展有些不平衡，但两族

间的经济关系很密切，并且两族相互表示同是

一家，解放后有许多‘俅’族迁回‘怒’族区

域，所以‘怒’、‘俅’应该是同一民族。”［20］

然而，在清代民国文献中，有众多关于怒

人与独龙 ( 毒龙、都龙) 人的记载，历史已确

认他们是两个民族。如果将他们合为一个民

族，且不言群众能否认可或接受，仅就文献而

言，将如何解释已被历史确认的民族呢?

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历史因素，依据民族

群众的意愿，有关部门以怒江与独龙江为界，

将居住怒江流域三地的怒人归并怒族，聚居独

龙江流域的独龙人称为独龙族。当独龙族经族

别调查，确认为单一民族后，根据宪法的要

求，要建立本民族的自治区，享受自治权利。
1956 年 9 月，云南省人委 ( 政府) 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怒江区政府请求建立贡山怒族独龙

族自治县的议案，要求迅速成立。
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怒江区人民代表再次

召开会议，同意建立，但部分代表提议贡山县

名称宜将独龙族置前。 “现我区政府委员、协

商委员联席会议再次协商讨论，结果一致认为

贡山县虽怒族人口比都 ( 独) 龙族多，按法订

( 定) 应以怒族排先，但从政治影响、对居住

未定界的都龙族的影响方面来考虑，仍将都龙

族排先才好，故一致通过该县名称仍为都龙族

怒族自治县”瑑瑡。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创

建，印证了我们前述族别调查与建立民族自治

区直接相连的论断。
虽然怒族及独龙族得到了确认，但并入怒

族中的生活在兰坪兔峨乡江末、果力及泸水的

“若柔” ( 又称 “兔我”) 人表示了异议，认为

其习 俗、语 言 等 与 怒 江 各 地 怒 族 存 在 差 异。
1954 年，专家们曾调查在泸水的 “若柔”人，

虽然承认其服饰、习俗等与怒江怒族存在差

别，但认为其语言与碧江匹河、老母登等地的

怒语接近，以语言归类，仍是怒族。1958 年，

语言专家再做调查，认为 “若柔”人的语音、
语法与彝语相似，虽有关系，但对其族属未加

定论。1960 年，又有专家调查，比较前两次结

论后，认为“在进一步将‘兔我’语与巍山彝

语以及怒江自治州的怒族语进行比较研究后，

再考虑‘兔我’人究竟应属彝族支系或怒族支

系”［13］( P． 27)。看来，以语言辨析族别仍有缺陷，

不过，考虑归考虑，这只是学者们的意见，属

于怒族支系则没什么，如果他们属于彝族，问

题则不那么简单。因而，“若柔” ( 兔我) 人今

天仍属怒族。
( 三) 对云南“族别调查”的认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族别调查的规模

最大、涉及族群最多、范围最广，次数最多。
经过调查， “识别”了得到国家确认的 6 个少

数民族，列作单一民族。关于这些族别调查及

结果，学界多有研究，并给予积极评价。笔者

只想说的是，族别调查属于当时云南省的日常

民族事务之一，是过去相关工作的继续，不必

过于拔高瑑瑢。早在民国年间，就有学者开展该

省的族别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关

地方政府继续从事该项工作，广泛调查，搜集

资料，弄清情况，编纂 《少数民族同族异称分

类表》及众多资料汇集等，肯定了藏、彝、白

( 民家) 、傣、景颇、傈 僳 等 十 余 个 民 族。而

1954 年、1958 年及 1960 年开展的族别调查，

是过去相关工作的延续，只是其规模要大些、
范围要广些、学者来源更广泛而已。

关于这些族别调查，除前引 《云南省民族

工作四十年》那段记载外，该书对之并无专门

总结。甚至其他相关的官方书籍也无记载。再

查阅当时省委、省边工委等相关资料，也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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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迹。就连省民工委负责人孙雨亭及王连芳的

文集中都找不到相关的材料瑑瑣。主持该项工作

的李群杰 ( 时任省民委副主任) 在其简历中也

没有提及［21］。仅有马曜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

话:

云南民族多，一个民族由于长期分别居住
于不同地区形成若干支系和语言，……1951 －
1953 年间，各地、县报到省民委的民族名称有
数百种之多。经过初步归并，仍有 132 种 ( 原
注，多为民族支系名称。下同) ，除了彝 ( 大
部分) 、白、傣、回、傈僳、佤、纳西、景颇
( 当时称“山头”) 等几个较显著的民族外，对
其中支系较多的民族如何辨别民族方言与民族
语言而加以识别区分，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954 年，国家民委派遣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
授率领一个民族社会调查组来昆明，协助云南
省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由于得到傅懋绩领导的
民族语文组的大力协作，通过语言和方言的分
析，区分了民族和民族支系，基本摸清了全省
民族成分和语言系属等重要问题，并对 68 个
大小族体 ( 多是民族支系) 作了识别，确定了
民族归属。瑑瑤

马老的回忆除印证前面所称民族语文工作

促成了族别调查外，还说明所谓 “识别”属于

社会调查范畴，这些只是当时民族事务中的日

常工作，不宜过于强调，拔高评价。
开展族别调查，弄清情况，确认某民族，

在于承认该民族的社会地位，保障其平等权

利。在我国的社会生态中，最直接结果体现在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选拔、培养及使用 “自

治”民族干部，实现机关“民族化”及某些优

惠经济政策等。经 1954 年族别调查，除肯定

北纬 24°民族分界线外，有 6 个少数民族得到

了国家确认。之后，大理、迪庆、红河、文山

及楚雄等自治州，耿马、贡山等自治县就随之

建立，呈现因果联系。这之中以红河州尤具典

型性。1954 年 元 月，红 河 哈 尼 族 自 治 区 成

立［22］，哈尼族是该自治区 ( 州) 的 “自治”
民族。经过调查，明确该州还有数量众多的彝

族群众。按照区域自治的要求，该民族的权利

要得到保障和尊重。1957 年 1 月该州更名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族也列为该州 “自治”
民族。其实，云南省因开展族别调查而建立民

族自治区的情况并非个案，其他开展族别调查

的省区事后均产生出这样的结果。
开展族别调查只是明确族体，辨析族属，

提出建议，唯有国家才能确认，并非调查了、
识别了，就能成为某民族。1956 年 8 月，费孝

通、林耀华在总结族别调查时指出: “我们进

行的族别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代替各族人民来决

定应不应当承认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当成为单

独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别人来改

变的。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从共同体的形成上来

加以研究，提供材料和分析，以便帮助已经提

出民族名称的单位，通过协商，自己来考虑是

否要认为是少数民族或是否要单独成为一个民

族。”瑑瑥

在中国社会，一个少数民族就有该民族的

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就有 “单列”的政治、
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利益，国家就要提供或维

护、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因而族别调查是学

者的事，确认则是国家行使权力，确认才是关

键。笔者且以基诺族调查与确认为例加以说

明。
1954 年族别调查时，调查组尚未触及到基

诺族 ( 时称 “攸尔人”瑑瑦 ) 。1958 年 11 月，为

编纂《彝族简史》，云南省民委曾派人到景洪

县攸乐山调查攸尔人社会及历史。次月，中国

科学院云南调查组杜玉亭等人再到攸尔山调

查，搜集资料，撰写《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

山的攸乐人》及《攸尔人与彝族 200 个词汇对

照》等文章。根据这些资料，1960 年省民委派

人进入攸乐山追踪调查，认识族体，分辨族

属。不过，调查者是把攸乐人划入彝族系统

中，认为“就民族特征的某些方面和民族发展

前途看，我们初步考虑攸尔人可归入彝族支

系，但本民族群众解放后和内地彝族在地域上

隔阂，在某些民族心理素质方面，也有不同之

处，对彝族很陌生。本民族干部对族别的志愿

也不一致。个别区委领导表示坚持成为单一民

族，地县委、州委认为值得从长考虑，充分酝

酿，再作出攸乐人族别的最后决定。”瑑瑧 其后，

形势的变化，族别的确认工作被迫搁置起来。
1977 年，杜玉亭参加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

织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工作，当编辑

组来到云南搜集资料，杜玉亭介绍对识别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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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攸乐) 人对深入认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重

要价值，得到了编写组同仁的认同。在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他联络 20 余学者组成 “基诺人

民族识别组”，进入基诺山调查，初步认为基

诺人具备了单一民族的条件，并于当年 12 月

初书写《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1978 年初

报请有关部门审查确认，1979 年 6 月国务院正

式公布，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瑑瑨。
反之，1954 年及 1960 年云南民族识别调

查组两 次 建 议 列 为 单 一 民 族 的 “插 满”人;

1960 年识别组提议考虑作为单一民族的 “普

标”人等，也因某些原因，至今未列入。
还有，1954 年族别调查中，专家学者已确

认富宁县“蔗园”人是广西迁滇的汉人，并得

到他们 的 同 意瑑瑩，愿 意 “回 归”汉 族。然 在

1958 年，这些“蔗园”人又要求并入壮 ( 僮)

族中。当地党政部门考虑其要求， “已正式把

他们归入僮族支系”［13］( P． 15) ，成为僮民。
其实，诸如此类的情况，各地还不少。这

些事实表明，调查族别，分辩族体是学者的

事，确定则为国家的权利。因此，笔者赞同杜

玉亭的观点:

民族识别是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行为，其
成果是一种咨询性建议，而它的是否被采纳则
属于国家的决策行为，且民族识别的起止亦属
国家的决策行为，故民族识别与国家确认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但以往的著述只有民族识别，
没有国家确认概念，难以反映客观实际，宜在
民族理论中增加国家确认概念。［23］

四、结论

通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政府各阶段主

要民族事务的阐述，最后聚焦云南的 “民别调

查”工作，在深入分析后，笔者认为中国各民

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建国后政府有

关部门开展的工作是 “确认”，统一及确认族

称，归并族 体，明 确 少 数 民 族 身 份，实 现 平

等、团结、互 助、共 同 繁 荣，维 护 与 保 障 利

益。从全国范围讲，我国没有开展民族识别，

更没有列作民族工作的首要解决任务之一。至

于 1954 年或以后，部分省区对部分族体的族

别调查，只是进一步确认他们是否是少数民族

或是哪个少数民族而已。这些族别调查只涉及

部分地方、部分族体，数量少、人口少，不能

也无法将该项工作拔高到 “中国的民族识别”
的高度来评价，更不能据此解释中国“56 个民

族的来历”。

注释:

①《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第 274
页。另外，在黄光学主编 《中国的民族识别

———56 个民族的来历》 ( 民族出版社，2005
年) 则说，“自 1953 年起，民族识别问题被提

到民族工作的日程上来……” ( 第 63 页)。同

一人主持编写的书籍， “识别”时间竟存在差

别。我们只得以前书为准，按 1950 年开展工

作计算。
②“俅人”亦记载 ( 雍正) 《云南通志》

卷 24，因独龙江又称俅江而得名。独龙 ( 毒

龙、都龙) 是当地民众的自称，故转为族称。
参见陶云逵: 《俅江纪程》， 《西南边疆》，第

12、14、15 期。
③需要说明的是，这项 “民族工作”指全

国范围而非某地区的。
④1953 年以后，我国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17 个，他们是: 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仫

佬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族、阿昌族、普

米族、怒 族、德 昂 ( 崩 龙) 族、京 族、独 龙

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其中

门巴族、珞巴族及基诺族是 1964 年以后确认

的。除云南省新确认的 7 个少数民族外，再按

当时各族所在的省分加以区分，他们是: 土家

族 ( 湖南) ，畲族 ( 福建) ，达斡尔族、赫哲族

( 黑龙江) ，仡佬族 ( 贵州) ，仫佬族、京族和

毛南族 ( 广西) ，门巴族、珞巴族 ( 西藏)。
⑤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团于 50 年 6 月组

团，7 月工作，51 年 3 月访问结束; 西北团 7
月组团，8 月底工作，11 月底结束; 中南团于

51 年 6 月下旬工作，10 月结束。
⑥费孝通 《兄弟民族在贵州》，见 《费孝

通全集》，第 7 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年。但《中国的民族识别》说 “新中国建立

前，贵州一省就有 100 多个民族名称，新中国

建立初期报来的民族名称也有 80 多个”。需要

说明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后， “民族”名称的

内涵各不相同。如贵州的苗族就称为 “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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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记载，还有许多绘画 ( “百苗图”) ，但
他们只是“苗族”内不同的支系而已。故对贵
州这两个时间段的 “民族”称谓不同混淆相
谈。

⑦《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
《民族政策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 年，
第 13 － 14 页。按《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
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
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故政务院要求设立
民族文字指导委员会，拟开展相关工作。

⑧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在民族聚居区
实行区域自治; 在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
政府。在此之前，召开协商会议，各族各界代
表会议等，推荐及明确政府领导人选。这中间
就包括代表的民族成分确定，否则难以推出合
适的人选。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颁布后，依据宪法要求，杂居区联合政权的名
称取消。而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依照保留，改称
并健全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⑨与更改族名的还有修改地名、物名等，
如云南平彝县改名富源县，四川巴安县改称巴
塘县，等等。曾有学者认为 “僮”族改名
“壮”族是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曾说: “关于僮族名称
使用哪个汉字的问题。‘僮’字的确容易念错，
依照本民族的自愿选择，改变一个好一点的汉
字是可以的，这里不做结论。”《民族区域自治
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周恩来统一战
线文选》第 346 页。

⑩《中央统战部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
的意见》，中央统战部编 《统战政策文件汇
编》，1958 年印，第 3 册，第 1390 页。当时，
内地散居少数民族中，以回族、满族最多。回
族因其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所致，特征突
出。满族相关的特征很少表现，有人将满民误
认为汉民，故有这样的请示。

瑏瑡关于当时散居少数民族的成分问题，参
见李维汉《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统一
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第 515 － 516 页。

瑏瑢如 1953 年 8 月 17 日，邓小平在审阅刘
格平关于基层选举中满族问题的请示批报说:

我认为下列几点是可以同意的: ( 一) 满族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民族之一。 ( 二) 凡自
认为是满族的，自应确定其为少数民族; 凡不
愿承认为满族的，则听其自便。 ( 三) 在满族
较多的地方，应有适当数目的满族的代表人物
参加政府及民委等组织。但是，由于这个问题
在东北牵涉很大，故在作法上似应采取哪里碰
到这个问题就在那里解决，哪里没有这个问题
就不要勉强提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
年谱》 ( 1904 － 1974 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下册，第 1127 页。

瑏瑣四川省档案馆藏 1953 年 8 月 31 日贵州
省仲家 ( 佈依) 族更正民族称谓代表会议总结
报告。

瑏瑤四川省档案馆藏 1953 年 11 月中央民族
学院研究部关于 ( 中央) 民委转来群众给杨光
才信的意见。

瑏瑥该“经验总结”全文刊载于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 册，
请查阅。

瑏瑦 1953 年后，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有 17
个，他们是: 土家族、畲族、达斡尔族、仫佬
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族、阿昌族、普米
族、怒族、德昂 ( 崩龙) 族、京族、独龙族、
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其中门巴
族、珞巴族及基诺族是 1964 年以后确认的。
据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这些新确认
的 14 个民族人口 102 万余人，占同期全国少数
民族的 2. 56%。除云南省的民族外，再按当时
各族所在的省分加以区分，土家族 ( 湖南) ，

畲族 ( 福建) ，达斡尔族、赫哲族 ( 黑龙江) ，
仡佬族 ( 贵州) ，仫佬族、京族和毛南族 ( 广
西) ，门巴族、珞巴族 ( 西藏)。

瑏瑧苏克勤《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
究的十年》，载 《十年民族工作成就》，上册，
第 122 页。苏克勤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中央
民族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瑏瑨它们是阿昌族、布朗族、怒族、独龙
族、德昂 ( 崩龙) 族、普米 ( 西番) 族、基诺
族。

瑏瑩云南自报了 260 种 “民族”，贵州有 80
个“民族”，仅这两省这些自报民族就达 340
余个，接近全国自报“民族”数量的 74%。为
什么这两省自报“民族”如此多，这现象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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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有专家回忆，这些自报 “民族”是当年

各地为配合民族语言的调查而上报省民委的

“民族”，是地方搜集“民族语文”的汇总。参

见马曜《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 ( 《民族

学与 民 族 工 作 论 文 集》，云 南 民 族 出 版 社，

2001 年，第 5 页)。当时，贵州省也开展修改

及完善苗文的工作，该地自报 80 余种民族是

否与此有关呢?

瑐瑠早在 1954 年 4 月 8 日 《新华日报》就

刊登 《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普选活

动》，说明 “云南省已有 390 多万少数民族人

口聚居和杂居区完成了普选”。并介绍 “各地

从成立普选机构到代表候选人提名，都和各民

族干部及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代表人物进行酝

酿、研究，充分发扬了民主协商精神，并尊重

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如云南蒙自、宜良等县

各民族聚居乡，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经过

协商，也都选出了一定的代表名额”。
瑐瑡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实施纲要》第十二条规定 “各民族自治区的人

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

主要成份组成之”。该条文规定的含意很清楚，

毋需解释。1985 年及 2001 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规定均作了修改。
瑐瑢怒江傈 僳 族 自 治 州 原 拟 1953 年 建 立，

因州名等存在争论，为做好工作，故推迟。
瑐瑣罗常培、傅懋绩: 《国内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概况》， 《中国语言》1954 年第 3 期。其

实，该观点是罗常培对云南少数民族族别认识

的提升。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罗莘田 ( 常培)

《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 ( 《边政公论》
第 1 卷第 7 － 8 期)、《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

和文字情况》 ( 《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31
日) 等文章。

瑐瑤傅懋绩 《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的一般情

况》，载《新建设》，1954 年第 3 月号。目前，

在云南经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也是 25 个，与

傅懋绩的认识基本相同，这难道是巧合吗?

瑐瑥如居住北纬 24 度以北的 “西番” ( 普

米) 虽属藏缅语族，但操西番语，不属于彝语

支。北纬 24 度以南的布朗 ( 蒲曼) 操孟高棉

语族布朗语，不属于壮傣语族。他们均确认为

各区域内的单一民族。

瑐瑦在当时云南新确认六个民族中，怒族、
独龙族、崩龙 ( 德昂) 族、阿昌族均在东经 94
度以外，不受彝语支或壮傣语支规定的限制;

普米 ( 西番)、布朗虽在分界线内，但因其语

言均不属这两个语支，故认为单一民族。当

然，民族心理在族别调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龙陵木城的“香堂”人，虽生活区域在东经

99°外，按 “原则”来区分，不属于彝族，但

根据该族群的自我要求，将其归并彝族中。
瑐瑧云南省民委研究室编印 《云南省少数民

族概况》 ( 1956 年 10 月 25 日) “前言”说:

“云南少数民族单位众多，支系复杂，自称、
他称尤其混乱，约有二百六十个以上的不同称

谓。1954 年夏秋季，在党委领导下，组织云南

省民族族别调查组，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族

别研 究 工 作，初 步 确 定 了 二 十 个 少 数 民 族，

……尚未经过族别调查、或暂时不能确定族系

的，尚有崩龙、攸乐、插满等八十多个单位名

称，约三万余人。”再者，费孝通、林耀华于

1956 年 8 月 10 日在 《人民日报》上撰文，名

称《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而非民族

“识别”。不知何故? 目前引用该文者的学者

们，均采取“识别”而放弃“族别”。
瑐瑨据该调查组汇报，第一阶段工作，除识

别了 29 个民族单位外，还搜集傣族、藏等民

族的资料，总结了傣、哈尼及佤等族的民族特

征，研究了“民家” ( 白族)、 “么些” ( 纳

西)、“白朗” ( 布朗) 和 “卡佤” ( 佤) 4 个

民族的正名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参 《云南省

民族识别报告》，《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资料汇编》第 3 辑，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1987
年。

瑐瑩甚至连当时的西康学者也有记载。如李

亦人《西康综览》 ( 正中书局，1940 年) “西

康之种族”部分还专列 “潞 子”及 “俅 子”
( 独龙族)。

瑑瑠连《西康综览》作者也认为，两族相同

点甚多，他记载独龙族 ( 俅子) 说: “此族之

服饰、习 惯，十 之 六 七 与 潞 子 相 同。所 用 披

衫，正是夷人之 ‘擦耳窝’。此三族者，究竟

有何种关系，须俟详加研究，方能言之。”的

确，贡山独龙族的披衫、怒族的被衫，分别称

“独龙毯”和 “怒毯”，式样及大小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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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花纹和颜色不同。
瑑瑡 云南省档案馆藏 1956 年 9 月 17 日怒江

区人民政府致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电文。据统

计，当时贡山县怒族 3152 人，独龙族 2592 人。
瑑瑢如西南民委 1954 年工作任务中就没有

族别调查 ( 民族识别) 的内容。参见 《西南民

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第五次 ( 扩大) 会议确定今

年民族工作任务》 ( 《新华日报》1954 年 5 月

16 日)。
瑑瑣甚至 1955 年 2 月王连芳在向云南省人大

汇报 1954 年民族工作中也没有提出开展了族

别调查 ( 所谓民族识别)。参见 《在云南省第

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王连芳代表的发

言》，《云南日报》1955 年 2 月 14 日。
瑑瑤马曜 《记建国初期云南民族调查》，载

《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

社，2001 年，第 5 － 6 页。另外，马老在怀念

傅懋绩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表达。参见 《云南

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奠基人———怀念傅懋绩同

志》 ( 《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8 年)。
瑑瑥费孝通、林耀华 《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

族学的几个任务》，载 《科学通报》1956 年 8
月。其间，费、林 两 人 将 该 文 的 第 一 部 分 抽

出，取名 《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

发表在同月 10 日《人民日报》上。20 余年后，

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 ( 《云

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 也表达了同样的

意见。
瑑瑦攸乐是地名，最早见之 ( 雍正) 《云南

通志》卷 26，“攸乐祭风台，在城南六茶山之

中，登其上，可 俯 视 诸 山，相 传 武 侯 于 此 祭

风，又呼孔明山。” “攸乐”，当地民众发音是

“基诺”，故转为族称。他称 “三撮毛”。关于

这个问题，请参见 ( 道光) 《普洱府志》卷

18。
瑑瑧《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 ( 1960 年) ，

第 11 页。另外，该调查组在报告第三部分中，

再次提出“识别组提出‘攸乐’可初步认为属

于彝族支系，但就其共同地域和民族心理素质

等特征研究，又和内地彝族疏远隔绝。攸乐区

区委书记 ( 原注，攸乐人，中央民族学院毕

业) 坚持认为是单一民族。县委、州人委、地

委表示应郑重考虑，较长时间酝酿，再决定族

别” ( 第 26 页)。另外，当时西双版纳州委属

于思茅地委管辖，故族别确认要经过地委。
瑑瑨关于基诺族的确认过程，参见杜玉亭

《民族田野五十年》 (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 第 318 － 321 页。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

告》亦刊登该书第 95 － 102 页。
瑑瑩林耀华等 《富宁 “蔗园”族识小结》，

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

第 3 辑，第 53 － 55 页。林 耀 华 等 专 家 认 为

“‘蔗园’是少数民族包围中汉族小团体，所以

自认是一个民族单位，其心理状况有别于当地

其他民族”。“综上所述，‘蔗园’族就是汉人，

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经证明是汉族后，他们

也同意不自成为另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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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he Fifty Six Nationalities”Does Not Derive From
the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Project

—Understandings and Ｒ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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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 － called “Nationalities
Classification Project”refers to differentiating th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ethnic names of a nationali-
ty． In other words，the purpose of the“Nationali-
ties Classification Projectc ”was to analyze the
“ethnic composition”or“ethnic name”，deter-
mine their attribution，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minorities based on their self － desig-
nated name，history，living area，customs，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and self － awareness．

Huang Guangxue notes in his work that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were identified after the“Na-
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Project”． He even gave a
positive appraisal by promoting the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Project”as“the origin of the 56 na-
tionalities”of China． We think that the viewpoint
that“the 56 nationalities of China are determined
through this kind of classification”does not fit with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go-
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gradual formation，fusion
and development．

In 1950，except for Tibet，the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were liberated successive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dissemin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concern for the minori-
ties，as well as promote minority policies found in
the The Common Program ( one of the CPPCC doc-
uments which functioned as a provisional constitu-
tion until the first constitution was drafted in
1954)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ganized a central
( nationalities ) investigation mission team． The
mission was expanded from the initial Southwest
Mission to the Northwest Mission，and the South
Central China Mission． They，as delegat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visited various ethnic areas．

However，according to the data about the mission，

we fin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eams was only
to do surveys，but not to do a class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ities．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of the Chinese Polit-
buro，China’ s nationality work from 1950 to
1953 was to establish nationality autonomous re-
gions or political unions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circles; ensure the rights of the nationali-
ties; establish institutes for the nationalities for
training cadres from the nationalities; consider cre-
ating writing systems for those minorities without
scripts; promote patriotism and enhance the na-
tional identity; and implement land reform in those
ethnic areas where economic structures were the
same or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Han Chinese． Dur-
ing this process，the people’s government also a-
dopted various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ose ethnic
names or place names that historically had a dis-
criminatory or insulting meaning．

However，the relevant documents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contain any content
related to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In addition，we
cannot find any orders or mention about conducting
a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in the collection docu-
ments from leaders in the tongzhanbu (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r the zhongyang minwei ( the Central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 ) ． After we re-
viewed the main documents from the tongzhanbu
and the zhongyang minwei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no any records pertaining to the ethnic /na-
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or any special files． This is
all to say that in the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ethnic minority work carried out during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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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of the New China，there was no mention of
any mission to do“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During the years 1954 to 1959，in addition to
the continuation of setting up and perfecting re-
gional autonomy，developing production， impro-
ving the economy，developing culture，education
and hygiene ，the main ethnic work of China in-
cluded the following: implementing democratic re-
form in some regions ( i． e． peaceful consultation
on land reform and“direct transition ”) ; conduc-
ting social surveys in various ethnic areas so as to
make clear the history，social situation and eco-
nomic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each group; and
creating or perfecting the writing systems for some
minorities．

However，during this period，it is true that
the social surveys made in Yunnan，Hunan，Guan-
gxi，and Heilongjiang did include a“zubie”( eth-
nic assignment ) survey in which fourteen minori-
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1． 02 million were con-
firmed．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regions in-
volved，the number of nationalities being confirmed
as well as the population，they represent only a
small part of China’ s minorities． At that time，

this kind of“ethnic assignment”surveys in these
provinces belonged to more general ethnic affairs
work． They had no special position， and， of
course，were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o be
solved”．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was not part of
the ethnic work of the whole country．

Among the“ethnic assignment”surveys con-
ducted in several provinces，although Yunnan was
not one of the earliest to conduct these surveys，it
was the most extensive and most typical province to
do so． Among the 17 new minorities confirmed af-
ter 1953，seven are in Yunnan，accounting for
40% of the total． Thus，in the discussion of“na-
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ignore
Yunnan． Therefore，this article takes Yunnan as
the most typical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k of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On May 15，1954， the Yunnan Ｒesearch
Team for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was organized．
This team was divided into seven groups． Twenty
one minorities，including the Yi，Bai，Hani，Dai，

Zhuang，Miao，Lisu，Hui，Lahu，Wa，Naxi，
Jingpo，Yao，Tibetan，Bulang，Achang，Nu，Pu-
mi，Benglong ( presently called De’ ang ) ，Du-
long，and Mongolian，were identified and formally
listed as minorities of China by the State Ethnic Af-
fairs Commission．

However，this work was not called minzu shi-
bie (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but zubie diaocha
( nationality assignment investigation ) ． The lead
office specifically set up to conduct this survey was
called the yunnansheng minzu zubie yanjiuzu
( Yunnan Provincial Nationalities Assignment Ｒe-
search Team) ，but not the shibie yanjiuzu ( classi-
fication research team ) ． Although there is some
relation between shibie ( classification ) and zubie
( nationality assignment ) ，there are als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 key to
“classification”is“identifying”; it i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are“differences”through the work
of“identifying”． Nationality assignment，howev-
er，is first to understand the“differences”of each
nationality，and then to confirm the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by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and com-
prehensively the investigations on“nationality as-
signment”during that time ，let us take the Lisu
and Nu as cases for an analys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most Lisu move
locations continuously．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
ences among the Lisu in different areas， these
differences are formed due to the living needs，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or the exchanges among
various group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It
is only an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various bran-
ches of Lisu，and not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On
the contrary，there are many common grounds a-
mong Lisu in various regions， especially their
strong self － identity which is an essential represen-
t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Therefore，we can say
that the Lisu are a unified nationality． Following a
principle of giving name with the respect of the na-
tionality’s will，as well as taking references from
the history，the term“Lisu”is confirmed as hav-
ing been used continuously．

Since the Ming dynasty，and due to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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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d by the migration of the Lisu，some Nu peo-
ple migrated from Weixi to the Nujiang area，and
others to the south and north areas of the Nu Val-
ley． The language，customs，costumes and reli-
gious beliefs among the Nu in these three areas dif-
fer somewhat． When the survey team came to Nu-
jiang in 1954，they stated that“Nu”and“Qiu”
must belong to the same nationality． However，this
concept differed from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where
they were taken as two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fter
repeated research，through taking into considera-
tion historical factors，and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l
people’s will，the relevant institutes，taking the
Nu Ｒiver and Dulong Ｒiver as the borders，con-
firmed the Nu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Nu Ｒiver
valley as belonging to the Nu nationality，and those
who lived in the Dulong river valley as the Dulong
nationality． And，they set up a Dulong Autono-
mous area．

During the 1950s and 60s，the scale of the
zubie ( ethnic assignment) surveys was the largest，
the number of ethnic groups involved the most，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surveys were conduc-
ted in Yunnan was the most． The purpose of the
zubie survey was only to clarify the ethnic families
of the groups，to analyze their nationality assign-
ment; and to offer suggestions． Only the state has
the right to confirm their zubie ( ethnic assign-
ment) ． In China，the minorities have their own so-
cial position and political treatment; they have u-
nique”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educa-
tional benefits; and the state must provide，protect
and ensure these benefits． Therefore， the zubie
( ethnic assignment) investigation was the business
of the scholars，whereas the confirmation of this
assignment was the right of the state． Nonetheless，
the work of confirmation was the key．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f“nation-
ality classification”in Yunnan，we think that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of China were formed through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 The work done by rele-
vant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is a“confirmation”，making clear
minority identity，and ensuring an equal position．
Therefore，it was not necessary to conduct“exten-

sive”surveys． Because only some places or only a
few ethnic groups were involved in the survey，it is
not correct for us to promote the work to such a
high level calling it“China’s nationality classifi-
cation ”or，even to a degree where some state that
it is“the origin of the 56 nationalities”of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ity classification; na-
tionality assignment survey; Yunnan’ s classifica-
tion of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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